
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宫氏與曾國
———兼論“周初賜姓説”

韓　 巍

　 　 湖北隨州葉家山墓地是近年西周考古的重大發現。從 ２０１１ 年初至今，先後經過兩次大

規模發掘，共清理墓葬 １４０ 餘座。其中多座墓葬出土帶有“曾侯”銘文的青銅器，故學界一致

認爲該墓地是西周早期的曾國墓地。葉家山墓地的發現，爲解决曾國族源及“曾—隨之謎”

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綫索。

葉家山墓地主人———西周時期曾國的姓氏和族源，一度是學界熱烈争論的問題。從墓

葬形制、棺槨制度和隨葬器物風格看來，葉家山墓地顯然屬於“周文化”系統。雖然墓葬出土

的銅器没有發現直接表明墓主爲何“姓”的銘文，但是東周時期的曾國爲姬姓，已有多件銅器

銘文爲證。而且東周曾國的重要墓地，如棗陽郭家廟、京山蘇家壟、隨州文峰塔、擂鼓墩等，

都分布在隨棗走廊地區，而以隨州爲中心，説明其地域與西周曾國相合。東周曾國墓葬與葉

家山墓地的墓葬方向一致，都是東西向。因此主持墓地發掘的黄鳳春等學者認爲東周之

“曾”與西周之“曾”應該是一脉相承，葉家山墓地代表的西周曾國亦屬姬姓，方輝、黄銘崇、張

懋鎔、王恩田等學者也支持這種意見。［１］ 但是葉家山墓地所有墓葬均爲東西向，墓主頭向

東，這與姬姓周人高等級墓葬完全不同。以往所見可確定爲姬姓周人的大墓均爲南北向，墓

主絶大多數頭向北。［２］ 而西周至春秋初期爲數不多的東西向大墓，其族姓能够確定者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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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副教授。本文的研究同

時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西周金文所見世族通考”（１１ＣＺＳ００８）和北京市教委“青年英才計劃”
項目“新出西周青銅器銘文綜合研究”（ＹＥＴＰ００２０）的資助。
黄鳳春、陳樹祥、凡國棟：《湖北隨州葉家山新出西周曾國銅器及相關問題》，《文物》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段姝杉、陳麗新：《葉家山西周墓地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江漢考古》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６
頁。張懋鎔：《談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

３ 輯，上海：中西書局，２０１２ 年。王恩田：《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江漢考古》２０１４ 年
第 ３ 期。
例如屬於外服諸侯的曲沃北趙晉侯墓地、浚縣辛村衛侯墓地、北京琉璃河燕侯墓地、平頂山應侯墓地，

以及屬於内服王臣的長安張家坡井叔墓地、岐山周公廟陵坡墓地（或認爲屬於周公家族）、三門峽上村

嶺虢氏墓地等，莫不如此。



















































































































































姬姓，如絳縣横水倗氏墓地爲媿姓，［１］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爲嬴姓。葉家山墓地還有少

數墓葬有腰坑殉狗葬俗，其中包括規格較高的 Ｍ１，這種葬俗被認爲是“商文化”系統墓葬的

重要特徵。西周時期有腰坑殉狗的墓葬多數屬於殷遺民或有東方背景的族群，可確定爲姬

姓周人的墓葬則無一發現。［２］ 葉家山墓地出土的銅器銘文中有爲數不少的族氏銘文和日

名稱謂，這與目前學界普遍接受的“周人不用族徽説”和“周人不用日名説”相矛盾。［３］ 此

外張昌平指出，葉家山 Ｍ２７ 出土的雙耳簋、尊等仿銅陶禮器基本不見於關中地區西周遺存，

而是殷墟文化陶器的延續。［４］ 因此，在 ２０１４ 年以前，多數學者認爲西周時期的曾國並非姬

姓，東周之“曾”與西周之“曾”不是同一國族。［５］

圖一　 %簋器形與銘文
（《江漢考古》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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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城大河口霸氏墓地葬俗與横水墓地相似，我認爲與倗氏同爲媿姓，即“懷姓九宗”中的兩個家族，見

韓巍：《横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問題的探討》，收入上海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兩周封國

論衡———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１４ 年。此外岐山趙家臺遺址發掘西周墓葬 ２０ 餘座，均爲東西向，包括兩座帶墓道大墓，因被
盗嚴重没有出土足以判斷墓主族姓的銘文，但學者多認爲墓主爲任職於王朝的非姬姓貴族（見劉緒：

《近年發現的重要兩周墓葬述評》，陳燮君、王煒林主編：《梁帶村裏的墓葬———一份公共考古學報

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４ 頁）。
參看韓巍：《西周墓葬的殉人與殉牲》，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論文，２００３ 年。
張懋鎔：《周人不用族徽説》、《周人不用日名説》，收入《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張昌平：《論隨州葉家山墓地 Ｍ１ 等幾座墓葬的年代以及墓地布局》，《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２０１２ 年
第 ８ 期，第 ８５ 頁。
曾經持這種觀點的有李伯謙、孫華、張昌平、李零等學者，另外朱鳳瀚、劉緒、王占奎等學者比較謹慎地

表示，西周曾國究竟爲何“姓”，與東周曾國是否爲一國，還有待更多的發掘和研究。參看《湖北隨州葉

家山西周墓地筆談》，《文物》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段姝杉、陳麗新：《葉家山西周墓地國際學術研討會綜
述》，《江漢考古》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６ 頁。



















































































































































圖二　 曾侯%簋器形與銘文
（《隨州葉家山》第 １２４ 頁）

２０１４ 年春，黄鳳春、胡剛發表《説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一文（以下簡稱《説“南

公”》），［１］其中介紹了葉家山墓地 Ｍ１１１ 出土的一件方座簋（Ｍ１１１ ∶ ６７）。簋内底有銘文 ９

字：“»乍（作）剌（烈）考南公寶尊彝。”（圖一）“»”這個人名亦見於 Ｍ１１１ 出土的兩件帶蓋

圈足簋（Ｍ１１１ ∶ ５９、６０），銘文：“曾侯»乍（作）寶尊彝。”［２］（圖二）兩篇銘文中的人名應該

是同一個字，故其作器者應該是同一位曾侯，其名爲“»”，這是葉家山墓地繼“曾侯諫”之後

發現的第二位有私名的曾侯。從《隨州葉家山》圖録發表的圈足簋銘文照片看來，曾侯之名

很清楚是左側從“立”、右側從“犬”（圖二）。但《説“南公”》一文公布的方座簋銘文拓片，器

主之名作“ ”，左側所從之人形之下無横畫、兩腿之間多一斜筆，看上去像是“亢”字（圖

一）。故黄鳳春、胡剛以及《隨州葉家山》圖録編者都將此字釋爲“犺”，部分學者從其説。但

目前多數學者主張此曾侯之名應隸定爲“»”或“¼”字。［３］ 我懷疑方座簋此字所從“亢”形

實爲“立”字漏鑄底部横畫，當中的斜筆模糊不清，很可能是鑄造時的疤痕或銹斑。當然解决

這一争議還有待公布更多 Ｍ１１１ 出土銅器的銘文。

誠如《説“南公”》所言，»簋銘文明確提到“烈考南公”，説明曾侯»與西周曾國公室都

是“南公”的後裔。只要弄清“南公”所屬家族的姓氏和族源，西周曾國的族姓問題自然迎刃

００１ 青銅器與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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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鳳春、胡剛：《説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論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江漢考古》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編：《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北

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４ 頁。
宋華强認爲“»”字即古文“戾”，見《葉家山銅器銘文和殷墟甲骨文中的古文“戾”》，《古文字研究》第
３０ 輯，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４ 年。



















































































































































而解。《説“南公”》指出，»簋的“南公”與大盂鼎（《集成》２８３７）銘文的“祖南公”是同一

人，［１］而據南宫乎鐘（《集成》１８１）銘文可知，“南公”之“南”實爲“南宫”二字之省，故“南

公”之家族就是南宫氏。這些看法無疑是非常正確的。»簋銘文證實西周曾國是從王朝世

族南宫氏分出的小宗，這爲解决曾國的族源和始封問題提供了關鍵證據。

我在博士論文《西周金文世族研究》中，曾有一節專門討論南宫氏的姓氏、族源、世系等

問題，其後又曾根據新出金文進一步論證南宫氏爲姬姓。［２］ 據文獻記載，南宫氏是輔佐文

武建國克商的重要功臣，其中最多見的人物是南宫括（“括”亦作“适”）。《尚書·君奭》：“惟

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尚書

大傳》曰：“散宜生、南宫括、閎夭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３］又曰：“文

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宫括、散宜生爲四友。”［４］皇甫謐《帝王世紀》亦曰：“文王昌……敬老

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屬咸至，是爲四

臣。”［５］可見，南宫括與閎夭、散宜生、太顛、太公望等人一樣，都是投奔文王的異族人，並非

周王室嫡系。《史記·周本紀》敘述武王克商之後，“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財，發巨橋之粟，以振

貧弱萌隸。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逸周書·克殷》則曰：“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錢，散

巨橋之粟，乃命南宫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史遷將《逸周書》的“南宫忽”、“南宫百達”二人

皆改爲“南宫括”，或别有所據。但由《逸周書》可知，周初活躍於政治舞臺的南宫氏族人除南

宫括外，還有南宫百達（“百”應爲“伯”之借字）、南宫忽等人。［６］ 清華簡《良臣》曰：“文王

有閎夭、有泰顛、有散宜生、有南宫适、有南宫夭、有芮伯、有伯适、有師尚父、有虢叔。”［７］“南

宫夭”未見於傳世文獻，不知是否即“南宫忽”。［８］ “伯适”與“南宫适”應該本爲一人，簡文

１０１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宫氏與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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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引銅器銘文資料，凡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１９８４—
１９９４ 年）者，均直接在器名後用圓括號標注，形式爲“《集成》＋器號”（僅在第一次引用時標注）。另有
一些新出金文引自吴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標注形
式爲“《銘圖》＋器號”。引用銘文皆采取寬式釋文，不加括注。
參看韓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６—１２６ 頁。《讀〈首陽
吉金〉瑣記六則》之“南姬爵”條，收入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毛詩·大雅·文王》序，孔穎達《正義》引文。

王應麟《玉海·官制》引文。

《太平御覽》卷 ８４ 引文。
《論語·微子》：“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明人楊慎認爲伯達即南

宫百達（“百”爲“白”之訛），伯适即南宫适，仲忽即南宫忽（《升庵集》）。可備一説。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海：中西書局，２０１２ 年。此處
直接采用寬式釋文。

程浩推測“南宫夭”乃南宫括長子，亦即曾國始封君、葉家山 Ｍ６５ 墓主“曾侯諫”，“諫”與“夭”乃一名
一字（《由清華簡〈良臣〉論初代曾侯“南宫夭”》，《管子學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其説似證據不足。



















































































































































誤分爲二。［１］

《尚書·顧命》有“南宫毛”，從時代看當爲南宫括之子輩。其後最爲顯赫的南宫氏宗子

當推大、小盂鼎的器主“盂”。大盂鼎銘文曰“載令汝盂型乃嗣祖南公”，又曰“賜乃祖南公

旂”，可見盂的爵位和官職是直接繼承自其祖父“南公”。這位“南公”，誠如衆多學者所言，應

該就是南宫氏始祖南宫括。小盂鼎（《集成》２８３９）銘末有“用作□伯寶尊彝”的字樣，“伯”上

一字模糊不清，估計是氏名或謚號；盂之祖父稱“南公”，故“□伯”只能是其亡父，稱“伯”説

明他生前尚未獲得“公”之爵號。我認爲這位“□伯”應該就是《尚書·顧命》之“南宫毛”，他

可能去世較早，未及被册命爲“公”，故周王命盂之時只提及其祖、未提其父。從大盂鼎銘“汝

妹辰有大服”一語看來，盂繼任南宫氏宗子之時年紀尚幼，而大盂鼎賞賜之級别甚高，此時盂

任職應該已有一些年頭。大盂鼎之紀年爲康王二十三年，小盂鼎爲二十五年，而康王即位時

南宫毛尚在世，故南宫毛之去世與南宫盂之繼爲宗子，可能在康王早期。傳世器還有盂爵（《集

成》９１０４），學者多認爲與盂鼎爲一人所作，其銘文曰：“唯王初½於成周，王令盂甯登（鄧）伯。”

所記乃時王即位不久之事，故此“王”應爲昭王。［２］ 南宫盂在昭王時仍居要位，“安州六器”之

中方鼎（《集成》２７５１ ２７５２）、中觶（《集成》６５１４）以及晉侯墓地 Ｍ１１４ 出土之¾甗（《銘圖》

３３６３）的銘文中，隨昭王南征、“伐反虎方”的“南宫”，應即南宫盂。此外，平頂山應國墓地Ｍ２４２

出土的柞伯簋（《銘圖》５３０１）銘文曰：“王大射在周，王令南宫率王多士。”王龍正等學者將其定

爲康王器，［３］但亦有在昭王時期的可能，銘文中的“南宫”應該也是南宫盂。

恭王時期的廿七年衛簋（《集成》４２５６）銘文記録周王對裘衛的册命，［４］其右者爲“南

伯”，應是此時的南宫氏宗子。厲王時有南宫柳鼎（《集成》２８０５），器主南宫柳受命“司六師

牧、陽（場）大□，司羲夷陽（場）佃事”，也就是管理六師的農牧業生産，兼管“羲夷”地方的農

事。宣王早期的南宫氏宗子爲南仲邦父，見於駒父盨（《集成》４４６４）銘文：“唯王十又八年正

月，南仲邦父命駒父即南諸侯，率高父見南淮夷，厥取厥服。”另外，無叀鼎（《集成》２８１４）銘文

中的右者稱“司徒南仲”，應即南仲邦父。《詩·大雅·常武》敘述宣王時征伐徐方之役，參加

者有南仲、太師皇父、程伯休父，學者多認爲駒父盨與此役有關。而《小雅·出車》則記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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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良臣》下文敘武王之臣，亦將“君奭”與“召公”誤分爲二人。

唐蘭將此器定於康王初年，理由是盂在康王二十三年已任要職，不可能到昭王初年反被派去作問候的工

作（《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第 １３２頁）。但康王初年南宫毛仍在位，南宫
盂年紀尚幼，似不太可能擔任王之使人。

王龍正、姜濤、袁俊傑：《新發現的柞伯簋及其銘文考釋》，《文物》１９９８年第 ９期。
目前多數學者將此器定於穆王時，我認爲應是恭王器，見《�簋年代及相關問題》，北京大學震旦古代
文明中心編：《古代文明》第 ６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簡論作册吴盉及相關銅器的年代》，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由新出青銅器再論“恭王長年説”———兼論西周中期後段青
銅器的變化》，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中心編：《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第 ２ 輯，杭州：浙江大學
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



















































































































































南仲率軍抗擊玁狁的功績。南仲邦父之後，南宫氏的宗子是南宫乎，在宣王三十七年的善夫

山鼎（《集成》２８２５）銘文中擔任右者，其自作之器有扶風縣豹子溝出土的南宫乎鐘：“司土南

宫乎作大林協鐘。兹鐘名曰無¿……先祖南公、亞祖公仲必父之家。”南宫乎官爲“司土

（徒）”，與南仲邦父相同，而厲王時南宫柳的職事顯然也是“司土”的下屬，可見至遲在西周晚

期，南宫氏宗子已世襲“司土”之職。南宫氏直到春秋時期仍是周王室重臣。《春秋》隱公九

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季”應是南宫氏族人。《左傳》中出現的南宫氏後裔，還有昭公二

十三年的“南宫極”和昭公二十四、二十六年的“南宫囂”。最終南宫氏因屬王子朝之黨羽，在

政治鬥争中失敗，而與王子朝及召氏、毛氏、尹氏等族逃奔楚國。

《説“南公”》雖然正確地指出»簋銘文之“烈考南公”即南宫括，但接下來却致力於論證

南宫氏即周文王幼子聃季載之“聃氏”，並由此證明南宫氏與曾國公室皆爲姬姓，且爲周王室

之嫡系後裔。此説源出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一書，認爲大盂鼎之“祖南公”即文

王子聃季載，“冉”和“聃”都是假借字，“聃季”當以作“南季”爲正。［１］ 但歷來少有學者贊同

唐説。實際上，唐説的直接證據只有《白虎通·姓名》一條：

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

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所以或上其叔、季何也？管、蔡、曹、霍、成、康、南皆

采也，故置叔、季上。

文王幼子“聃季載”之氏名見於先秦兩漢文獻者，大多寫作“聃”，如《左傳》定公四年：

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虚。……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

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國語·周語中》：

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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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第 １７６—１７７ 頁。



















































































































































由季姬，盧由荆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

《列女傳》卷一：

大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

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

《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義》佚文：

聃氏，周文王第十子聃季載之後。

此外，《漢書·古今人表》亦曰：“聃季載，文王子。”

《史記》則作“冉季載”，如《管蔡世家》：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

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

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

張守節《正義》曰：

冉作“丹”，音奴甘反。或作“p”，音同。冉，國名也。季載，人名也。伯邑考最

長，所以加“伯”。諸中子咸言“叔”。以載最少，故言季載。

《衛康叔世家》亦曰：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

可見“聃季載”之氏名以“聃”最多見，其異體或作“À”，省體作“冉”。“聃季載”寫作

“南季載”，僅見《白虎通·姓名》引《詩傳》一處。而《列女傳》與《白虎通》文字極爲接近，明

顯有同源關係，但其“聃季載”一名却與《白虎通》不同。《白虎通》所引《詩傳》，清人陳立認

爲“蓋《魯詩·思齊》詩‘則百斯男’《傳》文也”；［１］無論如何，其成書年代不會早於《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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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４ 年，第 ４１８ 頁。



















































































































































《國語》等書。與其將《白虎通》“南季載”之“南”視爲正字，“聃”、“冉”等視爲借字，還不如

説“聃”或“冉”爲正字、“南”爲借字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唐蘭將《春秋》隱公九年的“南季”視爲“南季載”之後人，認爲“南季”即“南季氏”，

也是有問題的。《春秋》經傳中的人名采用“氏名＋排行”形式者，其排行字一般是指個人在兄

弟中的實際排行而非“氏”。“南季”應是南宫氏之族人排行爲“季”者。《春秋》、《左傳》中的

“南季”、“南宫極”、“南宫囂”等人，始終延續了西周南宫氏的稱謂形式，其氏名稱“南宫”，亦

省稱爲“南”。而聃氏之後裔見於《左傳》者，有文公十四年之“聃啓”；另外桓公九年、莊公六

年有鄧國之“聃甥”，應爲聃氏之外甥。可見在《左傳》作者的眼中，聃氏與南宫氏是區分非常

清楚的兩個家族，二者從未混淆。因此，唐蘭所創“聃季”即“南季”、“聃氏”即“南宫氏”之

説，是無法成立的。《説“南公”》沿用唐説，試圖通過論證“南公”即“聃季載”來證明曾國爲

姬姓，不能不説是誤入歧途。［１］

實際上，《説“南公”》已經透露了有關曾國族源的另一重要新出銅器銘文，即 ２００９ 年出

土於隨州文峰塔墓地，屬於春秋晚期墓葬 Ｍ１ 的曾侯Á編鐘。隨後，《江漢考古》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發表了文峰塔墓地 Ｍ１、Ｍ２ 的發掘簡報，公布了曾侯Á編鐘的全部資料。［２］ 與曾國始封

及族源相關的信息集中於 Ａ組兩件編鐘（Ｍ１ ∶ １、２）銘文的開頭（以下釋文全用寬式）：

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q曰：伯适上庸，左右文武，達殷之命，撫定天下。王

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庇淮夷，臨有江夏。……

鐘銘的“伯适”，學者一致認爲即南宫适，可見南宫氏後裔的確是將南宫适視爲其大宗始

祖。銘文説南宫适“左右文武，達殷之命，撫定天下”，可與大盂鼎銘文的開篇對讀：“丕顯文

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辟厥慝，匍有四方，畯正厥民。在Â禦事，Ã酒無敢Ä，

有祡蒸祀無敢Å。故天翼臨子，法保先王，□有四方。”兩相比較，可見曾侯Á鐘銘對南宫适

事迹的追述，與大盂鼎銘對文王、武王及本族祖先的描寫，應該是源於同樣的歷史記憶。鐘

銘之“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庇淮夷，臨有江夏”一句，是對曾國始封的記述。“南公”，多

數學者認爲即南宫括，亦即曾侯»之“烈考南公”。此句説周王命“南公”在“汭土”營建都

城，學者多指出與晉公Æ（《集成》１０３４２）“王命唐公，安宅京師”相似，意指受封而建立諸侯

５０１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宫氏與曾國

［１］

［２］

本文有關“南宫氏”非“聃氏”的考辨，本爲針對《説“南公”》一文所發。其後黄鳳春、胡剛兩位雖已放

棄此説，但仍有學者秉持此説以立論（見王琢、袁俊杰：《葉家山曾國墓地日名銅器研究》，《長江大學

學報（社科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因此這些考辨文字仍有保留價值。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隨州文峰塔 Ｍ１（曾侯Á墓）、Ｍ２ 發掘簡報》，《江漢考古》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國。“君庇淮夷，臨有江夏”，與漢水中游隨棗走廊的地望恰好相合。曾侯Á編鐘銘文不僅解

决了曾國的族源和始封地問題，而且使西周之“曾”與東周之“曾”並非一國的説法不攻自破。

同時，既然曾國是西周開國功臣南宫适之後裔，在武王克商之後方才受封於南土，那麽認爲

西周曾國是承襲晚商之“曾”的看法也就不能成立了。

曾侯Á鐘銘明確記載曾國之始祖爲“伯适”，即南宫适，輔佐文武兩代完成克商大業，與

文獻記載中南宫适的事迹完全相符。但傳世文獻中却從未見過聃季載輔佐文武、參與克商

之役的任何記載。先秦兩漢文獻都説聃季載在武王同母兄弟中年紀最小，其次則爲康叔封。

《逸周書·克殷》記武王克商之經過甚詳（《史記·周本紀》所載稍有不同），其中提到的武王

大臣和兄弟有師尚父、散宜生、泰顛、閎夭、尹逸（史佚）、南宫百（伯）達、南宫忽、召公、畢公、

周公、管叔、毛叔鄭、曹叔振、衛叔封等人，但未提及聃季載。蓋因聃季載當時年紀尚幼，不能

承擔軍政事務。《左傳》定公四年記魯、衛、唐三國始封之時，“聃季授土，陶叔授民”，説明“聃

季爲司空”是在成王時周公平叛之後。因此，聃季載絶非曾侯Á鐘銘描寫的曾國始祖“伯

适”，也不是»簋銘文的“烈考南公”和大盂鼎銘的“祖南公”。

以曾侯Á編鐘銘文爲出發點，黄鳳春、胡剛兩位又發表《再説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一文

（以下簡稱《再説“南公”》），［１］放棄了將“南公”視爲“聃季載”的舊説，改取“南公”即南宫

适的新説。這一看法既符合曾侯Á鐘銘的描述，又能與傳世文獻及其他銅器銘文互相印證，

因而獲得學界的普遍贊同。曾國公室既然是從南宫氏分出的一支，那麽只要證明南宫氏爲

何姓，曾國的族姓自然可知。

南宫氏究竟爲何“姓”，過去由於缺乏銅器銘文的確證，學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見。日本學

者白川静認爲大盂鼎銘末用“唯王廿又三祀”來紀年，屬東方氏族之傳統習慣，因此懷疑盂之

氏族是歸附於周王朝的東方系氏族，被改封於關中。［２］ 沈長雲、何豔傑根據南宫氏銅器銘

文使用日名、大盂鼎銘末紀年用“祀”以及文獻中南宫括爲異族的記載，也認爲南宫氏是原屬

殷商的東方舊族，並非姬姓。［３］ 朱鳳瀚則根據大盂鼎銘文内容，懷疑盂是周王同姓貴族，南

宫氏似爲姬姓。［４］ 幸運的是，近年來隨着新出金文資料的不斷面世，解决南宫氏的族姓問

題已有了足够的證據。近年所見有一件私人收藏的南宫倗姬簋（《銘圖》４６０３），銘文曰：“南

宫倗姬自作寶尊旅簋。”（圖三）此器雖未見器形，但從銘文照片看來應非僞器。“南宫倗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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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黄鳳春、胡剛：《再説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論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江漢考古》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白川静：《金文通釋》卷 １ 下，神户：白鶴美術館，１９８０ 年，第 ６７２ 頁。杜正勝也認爲南宫氏屬異姓貴
族，但未提出證據，見《周代封建制度的社會結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第 ５０ 本 ４
分，１９７９ 年。
沈長雲、何豔傑：《談南宫氏的族姓及相關問題》，《尋根》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３３９ 頁。



















































































































































圖三　 南宫倗姬簋銘文
（《銘圖》第 ９ 册頁 ３４９）

應是出身於南宫氏而嫁於倗氏的女子，這種稱謂形式是將父族之氏

“南宫”與夫族之氏“倗”叠加於“姬”姓之前，較爲少見，類似者有傳

世的蘇衛妃鼎（《集成》２３８１ ２３８４）。倗氏爲媿姓國族，有“倗仲作

畢媿媵鼎”（《集成》２４６２）可證，近年山西絳縣横水墓地的發掘已證

實其封地所在。［１］ 故“南宫倗姬”之“姬”只能是其父族南宫氏之

姓。還有一件南宫姬簋（《銘圖》４４６４），器形爲斂口圈三足簋，圈足

下有三個較高的小足，足跟作象鼻狀外卷，半環形耳下的垂珥亦作

象鼻狀，通體素面，僅口沿下有一周弦紋，其年代應在西周早中期之

際。其蓋銘爲：“南宫姬作寶尊。”器銘爲：“倗季學（？）馹（？）守（？）

B旅簋。”［２］（圖四）蓋與器的作者不同，應非原配，但蓋、器能密

合，説明所屬的兩件簋應是同時所作，形制相同。［３］ 因此我懷疑蓋

之作者“南宫姬”就是器之作者“倗季”的夫人，也就是前述南宫倗

姬簋的器主。這幾件銅器很可能是從横水墓地最早被盗的 Ｍ３ 流

出，“倗季”與保利博物館藏倗季鳥尊（《銘圖》１１６８７）的器主應爲同一人。此外，曲沃縣曲村

墓地 Ｍ６０８１ 曾出土兩件南宫姬鼎（圖五，《銘圖》１６９８ １６９９），與上述銅器年代相近，其器主

與上述的“南宫姬”、“南宫倗姬”亦有可能是同一人。曲村與横水相距不遠，倗氏本爲晉國之

臣屬，倗氏小宗夫人“南宫姬”之器出土於晉國邦墓區，可能是由於賵贈等原因。［４］ 同時，在

私人收藏銅器中還有多件“南姬”所作器，如首陽齋藏兩件南姬爵（圖六，《銘圖》８５２７

８５２８）。［５］ 另有一件南姬盉（圖七，《銘圖》１４６８５），與南姬爵或爲一人所作，年代當在西周

初年，較前述諸器要早。這幾件銅器銘文中的“南姬”即“南宫姬”的省稱，都是出身南宫氏而

嫁入異族的女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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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絳縣横水西周墓地》，《考古》２００６ 年第 ７ 期；《山西絳縣横水西周墓發掘
簡報》，《文物》２００６ 年第 ８ 期。
“倗”字《銘圖》原誤釋爲“Ç”，“季”下三字頗難辨識，此處暫依《銘圖》釋文，恐有誤。
《銘圖》４４６３ 倗季簋與南宫姬簋器形、紋飾一致，但足跟較矮，蓋、器同銘，與南宫姬簋器銘相同。可以
證明倗季簋與南宫姬簋是同時所作。

我在《讀〈首陽吉金〉瑣記六則》中曾認爲南宫姬鼎之器主是嫁到晉國的南宫氏女子，這種可能性仍然

不能完全排除。如果是這種情况，那麽南宫姬鼎器主與“南宫倗姬”雖然都是出身南宫氏的女子，却不

是同一人。

見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首陽吉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６８—７１ 頁。
上海崇源藝術拍賣公司 ２００６ 年曾收買一件南姞甗（《銘圖》３３５５），李學勤認爲器主“南姞”是嫁到南宫
氏的姞姓女子（見《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８ 年，第 ２８９—２９４ 頁），其説甚是。



















































































































































　 　

圖四　 南宫姬（倗季）簋器形及蓋、器銘文（《銘圖》第 ９ 册頁 ２１１）

　 　 　 　

圖五　 南宫姬鼎器形及銘文（《銘圖》第 ３ 册頁 ３６１）

　 　 　 　 　 　

圖六　 南姬爵器形及銘文（《銘圖》第 １７ 册頁 ７８—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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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南姬盉器形及銘文（《銘圖》第 ２６ 册頁 ９６）

除了上述南宫氏爲姬姓的銘文證據外，現在又有了文峰塔 Ｍ１ 出土 Ｂ 組曾侯Á殘鐘

（Ｍ１ ∶ ３）銘文的新證：“曾侯Á曰：余稷之玄孫。”曾侯Á宣稱自己是后稷之苗裔，那麽曾國

的大宗南宫氏自然是周王室之同宗。因此，在曾侯Á鐘銘文公布之後，原先認爲葉家山墓地

主人並非姬姓的學者大多放棄舊説，承認葉家山之“曾”爲姬姓，且與東周曾國一脉相承。［１］

另外一些原先就認爲葉家山墓地屬於姬姓的學者，則進一步結合文獻與金文資料梳理了南

宫氏的族姓與源流。［２］

按照學者通常的看法，問題到此似乎已經圓滿解决。但在我看來，葉家山墓地迥異於典

型姬姓周人墓葬的大量文化因素仍然不容忽視，白川静等學者提出的南宫氏爲東方系氏族

的説法仍有其價值。如前所述，葉家山墓地墓向均爲東西向，少數墓葬有腰坑殉狗習俗，出

土銅器有大量使用族氏銘文和日名的現象，這些都是曾經占據優勢的“曾國非姬姓説”的重

要論據。而當時持“曾國姬姓説”的學者則有不同解釋，如黄銘崇認爲銅器銘文多見族銘、日

名是周初分封時“分器”的結果。張懋鎔指出葉家山出土族徽多出現在酒器上，且比較分散，

没有一種占優勢，族徽與墓主人應該没有關聯。［３］ 但引人注意的是，葉家山出土的曾侯家

族所作銅器也有使用族銘和日名的現象。如 Ｍ１１１ 出土的一件方鼎（Ｍ１１１ ∶ ８５）有銘文：“曾

侯作父乙寶尊彝”，器主或爲曾侯»。Ｍ２７ 出土的伯生盉（Ｍ２７ ∶ １５）銘文曰：“伯生作彝，

曾。”這種將氏名放在銘文末尾的做法，與殷遺民的族氏銘文如出一轍。隨着研究的推進，堅

持“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説”的張懋鎔對此做出解釋，他承認曾國以及召氏等少數“姬周貴族”

９０１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宫氏與曾國

［１］

［２］

［３］

參看《“隨州文峰塔曾侯Á墓”專家座談會紀要》，《江漢考古》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李學勤：《試説南公與南宫氏》，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 ６ 輯，上海：中
西書局，２０１５ 年。王恩田：《曾侯與編鐘與曾國始封———兼論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復原》，《江漢考古》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段姝杉、陳麗新：《葉家山西周墓地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江漢考古》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６ 頁。



















































































































































偶爾也使用族徽、日名，但使用的時間和地域範圍均十分有限；曾國位置偏東，可能是受商文

化影響，不能因此而否定族徽、日名以及腰坑、殉人等文化因素在區分殷遺民和姬姓周人時

的作用。［１］ 而反對“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説”的王恩田則認爲族徽、日名、腰坑、墓葬東西向

等因素在商周時期普遍存在，都不能作爲區分殷遺民和姬姓周人的標準。［２］ 在上述兩種針

鋒相對的意見中，我更傾向於前者。［３］ 但是僅將族銘、日名、墓葬東西向等視爲姬姓曾國受

商文化影響的偶然現象，同樣有過於簡單化之嫌。實際上，曾國大宗南宫氏的銅器銘文也有

使用族銘、日名的現象。傳世器甾觶（《集成》６５０４）銘文曰：“甾作父己寶尊彝，南宫。”器主

“甾”是南宫氏族人，不僅使用“父己”的日名，而且也像伯生盉一樣，將氏名“南宫”置於銘文

之末。可見南宫氏家族有使用族氏銘文和日名的固有傳統，這也被其小宗曾國繼承。由此

推測，葉家山曾國墓葬的東西向、隨葬商文化陶器等習俗，很可能也存在於南宫氏大宗的墓

葬中，只不過現在尚未發現。這些迹象都表明南宫氏在文化傳統上迥異於周王室嫡系後裔，

而與殷遺民爲代表的東方系族群接近。而且據《尚書大傳》等文獻記載，南宫氏的始祖南宫

括原本就是投奔周文王的異族人。

南宫氏及其小宗曾國既是姬姓，又具有濃厚的東方文化色彩，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究竟應

該如何解釋呢？我在博士論文《西周金文世族研究》中曾提出一個“大膽假設”：南宫氏以及召

氏、榮氏等姬姓家族，可能是源出東方而被周王室“賜予”姬姓的異族。國内學界流行的傳統觀

念往往將周人之“姓”視爲天然血緣組織的標誌，凡同屬一“姓”者都是一個“共同祖先”的後裔。

曾侯Á殘鐘銘文自稱“余稷之玄孫”，即后稷之苗裔，在多數學者看來自然是曾國及南宫氏與周

王室同出一源的明證。然而在人類學有關“族群認同”和“集體祖源記憶”的理論視角下，很多

傳世和出土文獻中有關古國古族祖先起源的描述並非不言自明的“歷史事實”。例如據《史

記·吴太伯世家》等文獻記載，吴國乃周王季之兄太伯、虞仲避位讓賢、逃奔東南蠻夷之地而建

立，吴國爲姬姓也有很多銅器銘文的鐵證，這在多數國内學者看來應是無可争議的“史實”，考古

學方面的“吴文化”探索也是在此前提下展開的。臺灣學者王明珂却認爲吴人本是東南土著，

“太伯奔吴”的傳説是東周時期吴人爲攀附中原文化而製造的一種“祖源記憶”。［４］ 目前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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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張懋鎔：《談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 ３ 輯，
上海：中西書局，２０１２ 年。張懋鎔、王静：《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説的考古學意義———從隨州葉家山西
周曾國墓地談起》，《四川文物》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王恩田：《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江漢考古》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王文在分析腰坑、墓向時，不加區分地將不同年代、地域和等級的墓葬放在一起討論，在分析族徽、日

名時又混入了很多並不能確證屬於姬姓周人的例子（比如將妘姓琱氏誤認爲姬姓“周氏”），其研究方

法不够嚴謹，且未能借鑒學界最新研究成果。

參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第九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
有關西方人類學“族群邊緣”與“族群認同”理論的介紹，見該書第一至三章。



















































































































































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林鵠曾撰文探討西周時期的“姓”觀念，提出一個大膽的假

説。［１］ 他認爲西周時期的“姓”並不是一種僅與血緣相關的身份標誌，而是同時包含有族

群、文化、政治等多重而複雜的認同。具體説來，同一“姓”内部可以包含族群來源不同、文化

傳統各異的群體，而具有相同血緣祖先的群體却有可能被分爲不同的“姓”。西周諸“姓”格

局的形成，與周初建國克商過程中大規模吸納異族有關。隨着統治地域的迅速擴張，姬周集

團爲了最大限度地將新征服地區的東方族群融入“周人”群體中，從而壯大自身、削弱敵對的

商王朝，可能采取過將一些主動歸順的東方族群“賜予”姬姓的措施。這也就是我在本文副

標題中提到的“周初賜姓説”。［２］ 以本文討論的南宫氏爲例，在周人建國之初，周王室爲吸

納這一來自東方的重要家族而“賜予”其姬姓，這意味着二者之間建立了一種“擬血緣關係”。

與接受“賜姓”相配合，南宫氏及其小宗曾國也産生了與周王室同爲“后稷之孫”的祖源記憶，

這種祖源記憶隨着南宫氏家族在周王朝内部的傳承而不斷强化，到春秋晚期曾侯Á在位時

早已成爲不争的“歷史事實”。王澤文、黄益飛等學者均指出，與曾侯Á殘鐘“余稷之玄孫”類

似的“祖源追溯”式銘文多見於春秋中晚期，如宋公È瑚（《集成》４５８９ ４５９０）銘文自稱“有

殷天乙唐（湯）孫”、邾公É鐘（《集成》１０２）銘文自稱“陸終之孫”等。年代更晚的戰國中期陳

侯因次敦（《集成》４６４９）更將始源追溯到“高祖黄帝”，黄益飛認爲這與春秋晚期以後政治形

勢導致的古史觀變化有關。［３］ 其實類似現象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曾反復發生，比如魏晉以降

入主中原的北方草原民族，有很多聲稱自己是黄帝苗裔。［４］ 北朝時期出身北族的很多新興

家族爲了抬高身份，紛紛攀附漢晉時期的望族名人爲始祖，並通過編造族譜、營建家族墓地

等方式將這種“祖源記憶”合法化。這些晚期歷史現象與周人的“賜姓”和“共同祖源記憶”

製造並無本質區别。

而且，南宫氏並非周初被“賜予”姬姓的唯一案例，與其相似者還有召氏和榮氏。《國

語·晉語四》胥臣稱周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諮於‘二

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宫，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邵、畢、榮。”韋昭注：“周，周文

１１１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宫氏與曾國

［１］

［２］

［３］

［４］

林鵠：《周代政治與“姓”觀念》，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２ 年。林鵠提到，他的觀點深受
王明珂《華夏邊緣》一書以及“族群認同”理論的啓發。

“賜姓”一詞是借用晚期歷史進行類比，實際上周人的“賜姓”與後來中原王朝的“賜姓”肯定有很大不

同，當時周人也未必將他們的做法稱爲“賜姓”，但二者在製造“擬血緣關係”和共同祖先記憶這方面確

有相通之處。

王澤文：《文峰塔 Ｍ１ 出土曾侯與鐘銘的初步研究》，《江漢考古》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黄益飛：《曾侯Á鐘
銘文研究》，《南方文物》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王澤文認爲“南公”可能並非周王室嫡系後裔，其與周王室的
關係或較吴國、西虢、東虢與周王室的關係遠，這與我的看法接近。另外他也談到我提出的“南宫氏被

賜姬姓的可能”，但認爲目前還没有見到明確的周人賜同姓的材料。

如《魏書·序紀》：“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

山，因以爲號。”



















































































































































公。邵，邵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尚書·泰誓》：“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僞孔

傳》曰：“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宫括及文母。”可見

召公、榮公與“南宫”一樣，文王時已爲重臣，後又輔佐武王克商。召氏與榮氏，在傳世文獻中

皆有“姬姓”或與周同族的記載，但這些記載大多出現於秦漢以後。而召氏與榮氏的銅器銘

文，却與南宫氏一樣有使用日名和族氏銘文的現象。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裴駰《集解》引譙周曰：“周之支族，

食邑於召，謂之召公。”《白虎通·王者不臣》：“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邵公，周公

之兄也。”《詩·召南·甘棠》孔疏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以召公爲“文王之庶子”。孔穎達、

陸德明俱以《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所舉“文之昭”十六國無燕，認爲皇甫謐之説没有根

據。［１］ 但顧棟高根據《左傳》富辰有“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之言，認爲召似爲周之近族，

故皇甫謐之言未爲無據。［２］ 任偉綜合以上諸説，支持“周之支族”説，而否定“文王庶子”

説。所謂“周之支族”，是指與周王室出自同一遠祖、血緣關係較遠的家族。［３］ 傳世器匽侯

簋（《集成》３６１４）銘文曰“匽侯作姬承尊彝”，應是匽侯爲其女“姬承”所作媵器，可見燕國確

爲姬姓。因此，召氏爲姬姓應該没有問題。然而召氏銅器銘文多見使用日名的現象，引起學

者注意已久。西周早期的憲鼎（《集成》２７４９）、伯憲盉（《集成》９４３０）、伯龢鼎（《集成》

２４０７）、龢爵（《集成》９０８９）均稱“召伯父辛”，匽侯旨鼎（《集成》２２６９）亦稱“父辛”。洛陽北

窑墓地 Ｍ１６１ 出土的叔造尊（《銘圖》１１７３６）銘文曰：“叔造作召公宗寶尊彝，父乙。”另外，在

大保方鼎（《集成》２１５７ ２１５９、２３７２）、大保戈（《集成》１０９５４）等器銘文中，還綴有“大保”二

字。陳夢家指出，“大保”二字或在銘文之末，或在其前，而皆有空隔，應是用作“族名”。［４］

張懋鎔認爲這些現象是召氏後代受到殷商文化影響所致，［５］任偉則提出這是因爲召公奭不

屬姬周族本支，在文化習俗上與姬周族不盡相同。［６］ 白川静曾提出，殷墟卜辭中的“旨方”

其實是“召方”，是召氏的祖先，其活動地域北至晉南，南至河南中部，是商人西邊的强大方

國。“召方”一度曾被商人征服，周人東進後轉而與周人合作，遂成爲周代重要世族。［７］ 白

川静將“旨”字釋爲“召”，似不可據。但卜辭中確有“召”地，其寫法與西周召氏之氏名接近，

陳夢家認爲在今山西垣曲縣。［８］ 因此召氏的祖先在晚商時期很有可能活動於晉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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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陸德明：《經典釋文》卷 １３，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９７ 頁。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第二册，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３ 年，第 １１５１ 頁。
任偉：《西周封國考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５９—１６２ 頁。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４６ 頁。
張懋鎔：《周人不用族徽説》，參見《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 ２２６—２２８ 頁。
《西周封國考疑》，第 １６６ 頁。
白川静：《召方考》，收入《甲骨金文學論集》，京都：朋友書店，１９７３ 年，第 １７１—２０３ 頁。
陳夢家：《殷虚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６ 年，第 ２６０ 頁。



















































































































































《國語·晉語四》將“周、邵、畢、榮”並列，周、召、畢三族皆爲姬姓，榮氏亦不例外。《書

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僞孔傳》曰：“榮，國名，同姓

諸侯爲卿大夫。”《史記·周本紀》本於《書序》，裴駰《集解》引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内諸

侯爲卿大夫也。”在西周金文中尚未見到榮氏爲姬姓的直接證據，但春秋銅器有齊縈姬盤

（《集成》１０１４７），“縈”當爲“榮”之異體，［１］“齊縈姬”是嫁到齊國的榮氏女子，可證榮氏爲

姬姓。榮氏之銅器銘文亦有使用日名和族銘的現象。西周早期有一組相傳出土於洛陽的

“榮子旅器”，銘文中多見日名，如榮子旅鼎（《集成》２５０３）稱“父戊”、榮子旅甗（《集成》９３０）

稱“祖乙”等。保利博物館收藏的榮仲方鼎（《銘圖》２４１２），年代應在西周早中期之際，銘文

末尾曰：“用作父丁f彝，史。”“史”字族銘多見於晚商時期，尤其是山東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

不少帶有“史”族銘的銅器，其年代從商末延續至西周早期。學者多認爲前掌大墓地屬於薛

國，而傳世器薛侯鼎（《集成》２３７７）銘文曰：“薛侯戚作父乙f彝，史。”説明薛國確爲“史”族

後裔。薛國爲妊姓，無論史籍還是出土銘文都有明證。而王季之妃、文王之母太妊恰好是來

自“殷商”的妊姓女子。［２］ 榮氏或許是在王季之時隨着周人與東方妊姓國族的通婚而遷入

關中。榮氏與薛國同爲商代“史”族之苗裔，但一爲姬姓，一爲妊姓。這爲我們理解殷周之際

“姓”的形成與當時族群分化、變遷的關係，提供了一個鮮活的例證。

以上所舉南宫、召、榮三族有相當多的共同點。第一，他們的始祖在文王時已經是重要

的大臣，後來輔佐武王克商建立功勳，奠定其家族在西周王朝中的地位。其後代一直擔任王

朝卿士一級的高官，屬於西周統治集團的核心成員，幾百年間雖歷經起伏，但都延續至春秋

時期。第二，他們都是姬姓，但却不在《左傳》所列舉的“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

“武之穆”、“周公之胤”等毫無争議的周王室嫡系之内，有關召氏、榮氏屬於“姬姓”或周之同

族的文獻記載，最早都是兩漢時期産生的，而南宫氏則有文獻明確記載是投奔周人的異族。

第三，他們的銅器銘文都有使用日名和族氏銘文的現象（主要集中在西周早期），這些現象被

公認爲殷商和其他東方系族群的文化傳統，而在周王室嫡系國族的銘文中則極爲罕見。［３］

另外南宫氏的小宗曾國保持東西向墓葬的傳統，與姬周嫡系的葬俗迥異，這也體現了他們的

３１１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宫氏與曾國

［１］

［２］

［３］

西周銅器有縈伯簋（《集成》３４８１）、縈叔卣（《集成》５３８２），當爲榮氏之器。
《詩·大雅·大明》：“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曰嬪於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

文王。”

目前唯一能够確證爲周王室嫡系後裔使用日名的銅器銘文，是平頂山應國墓地 Ｍ８ 出土的應公鼎
（《銘圖》２１０５），銘文稱“武帝日丁”，應是指武王。否定“周人不用日名説”的學者常舉此器以爲反證。
但此器年代已到春秋初年，而目前所見西周時期應國公室所作銅器爲數不少，却未見一例使用日名

者，可見使用日名並非姬姓應國的固有傳統。張懋鎔等學者已指出，日名、族徽現象多見於西周早期，

而到西周晚期多數殷遺民家族都已放棄這一傳統而改用周人的謚號。應公鼎出現於日名現象業已退

出歷史舞台之際，只能説是一個特例。



















































































































































東方文化背景。［１］

綜上所述，我認爲南宫、召、榮三族可作爲“周初賜姓説”的典型例證。他們的祖先都是

具有東方背景、深受商文化影響的族群，商末活躍於殷周之間，［２］在文王時期東向擴張過程

中主動投靠周人，成爲文王的得力助手，被“賜予”姬姓，視爲周之同族。［３］ 他們的後代仍然

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商文化色彩，如銅器銘文使用日名和族銘，墓葬東西向等等。他們與

“殷遺民”或東方系家族保持着密切關係，如琉璃河墓地和葉家山墓地都發現了多種族氏銘

文，有學者認爲這些異族銅器是來源於喪禮時的賵贈，［４］其中一些異族可能就在燕國和曾

國的直接統屬下。然而由於南宫、召、榮等族較早融入姬周統治集團，受周文化同化很深，與

那些克商之後才被遷入周人統治區的“殷遺民”相比，他們身上的商文化印記又淡薄得多。

比如他們使用日名和族銘基本只限於西周早期，而且創造了一種將氏名或官名（如“南宫”或

“大保”）置於銘文末尾的“殷周混合式”做法。在葬俗方面，他們在西周早期都已拋棄了商文

化墓葬最典型的腰坑殉狗和殉人習俗，［５］除去少數墓向不同以外，他們的墓葬形制和葬俗

已與周人無異。［６］ 而同時期關中和洛陽等級較高的“殷遺民”墓葬，仍然普遍保留殉人和腰

坑殉狗葬俗，甚至連晉南地區較早歸順周人的倗氏、霸氏也是如此。［７］ 《荀子·儒效》篇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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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不過同爲東方背景的族群，墓葬朝向却並不一致。比如召氏的小宗燕國，其國君的墓葬與姬周嫡系一

樣是南北向。晚商時期的晉南地區曾活動着很多深受商文化影響的族群，比如浮山橋北墓地的“先”

族和靈石旌介墓地的“丙”族，他們的墓葬也是南北向。而同樣起源於晉南的倗氏和霸氏，墓葬却是東

西向。

南宫氏和召氏可能在晉南，榮氏可能在魯西南、豫東一帶。

《逸周書·祭公》“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此語出自周穆王之口，説明周王室與召氏之間已

經形成一種“擬血緣關係”。

楊華：《葉家山曾侯墓地所見西周早期喪葬禮制四則》，《江漢考古》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葉家山墓地至今没有發現殉人。在第一次發掘的 ６３ 座墓葬中，只有 Ｍ１ 和 Ｍ３ 有腰坑殉狗（湖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墓地》，《考古》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第二次發掘的
７７ 座墓葬，雖然没有介紹腰坑方面的情况，但估計有腰坑的墓也不會太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
州市博物館：《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考古發掘的主要收穫》，《江漢考古》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更重
要的是被判定爲曾侯墓的幾座大墓都没有腰坑。Ｍ１ 被認爲在所有銅器墓中年代最早，有些學者認爲
墓主也是一代曾侯，但該墓出土的銅器銘文顯示器主是“ ”，且多見日名和族銘。Ｍ３ 雖然出有一
件曾侯諫圓鼎，但其規格顯然不是曾侯墓。我認爲這兩座墓的主人不是曾侯或其族人，應是曾侯屬下

的殷遺民。琉璃河燕國墓地的Ⅰ區多見腰坑殉狗和殉人，學者多認爲是殷遺民墓區，而被認爲是周人
墓區的Ⅱ區則基本不見腰坑和殉人。被推定爲燕侯墓葬的 Ｍ２０２ 和 Ｍ１１９３ 都没有腰坑和殉人，僅前
者的南墓道中埋有一個人頭骨，與典型的人殉仍有區别。

葉家山墓地普遍發現“毁兵”現象，這被認爲是典型的周文化葬俗，參看張明東：《略論商周墓葬的毁

兵葬俗》，《中國歷史文物》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井中偉：《西周墓中“毁兵”葬俗的考古學觀察》，《考古與
文物》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絳縣横水倗氏墓地流行殉人和腰坑殉狗葬俗，翼城大河口霸氏墓地雖然不見殉人，但也多見腰坑殉

狗，參看韓巍：《横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問題的探討》。



















































































































































　 圖八　 葉家山墓地平面圖（局部）
　 （《江漢考古》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

三人”。在這些姬姓封國中，與召、榮、南宫

等族情况相似的恐怕還有不少。在殷周之

際族群關係錯綜複雜的形勢下，這些家族利

用他們身處東西方之間的政治與文化優勢，

成爲聯結周王室與被征服東方族群的紐帶，

在鞏固西周王朝、促進族群融合的過程中發

揮了重要作用。

最後，我還想簡單談一下葉家山墓地所

見曾侯世系，以及曾國受封與西周早期周人

經略南土的關係。根據葉家山墓地兩次發

掘的資料，學者比較一致地認爲墓地的年代

應在西周早期，即成、康、昭時期，下限不會

晚到穆王。等級較高的銅器墓集中分布於

墓地中部，排列規律大致爲自北向南（圖

八）。Ｍ６５、Ｍ２８、Ｍ２、Ｍ３ 四座墓葬都出土帶

有“曾侯諫”銘文的銅器，曾侯諫究竟是 Ｍ６５

還是 Ｍ２８ 的墓主，學者還有不同意見。Ｍ６５—Ｍ２ 和 Ｍ２８—Ｍ２７ 這兩組大墓的年代先後，僅

憑出土器物難以區分，但肯定相距不遠。Ｍ１１１ 出土“曾侯»”銘文，墓主應是曾侯»。該墓

還出土四件甬鐘、一件鎛鐘，年代下限可能已進入昭王，是曾侯墓中最晚的一座。»簋銘文

表明曾侯»是“南公”（南宫括）之子，比他年代更早的曾侯諫輩份不會更低，只能是南宫括之

子甚至南宫括之弟。黄鳳春、胡剛認爲曾侯諫與曾侯»同爲“南公”（南宫括）之子，二者是

“兄終弟及”的關係，大盂鼎器主“盂”則是他們的侄輩，其説可從。曾侯»與侄子南宫盂的活

動年代大致相同，估計他應是南宫括的幼子。南宫括在成王時代還活躍了一段時間，其長子

南宫毛（盂之父）大約在成康之際繼任爲南宫氏宗子，年齡較小的兩個弟弟則相繼被分封到

南土爲曾侯（圖九）。［１］

南宫括（南公）———南宫毛（小盂鼎“□伯”）———盂
曾侯諫———曾侯伯生

曾侯»

圖九　 西周早期南宫氏與曾侯家族世系

５１１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宫氏與曾國

［１］關於葉家山墓地所見幾位曾侯的年代先後及其與西周早期南宫氏代表人物之間的關係，以及曾國始

封時間等問題，學界尚存在多種意見。因非本文重點所在，此處不能一一辨析。



















































































































































至於曾國始封君究竟是誰，《再説“南公”》一文根據曾侯Á鐘銘認爲是南宫括，並援引周

公、召公受封於魯、燕而以其長子代爲就封之例。但南宫括與周公、召公身爲朝廷重臣，不可

能親臨封國處理政事，實際上獲得“侯”之職責與爵位的仍是其代封之子，克罍（《銘圖》

１３８３１）、克盉（《銘圖》１４７８９）銘文可資佐證（當然這並不影響魯、燕、曾之後人在追溯祖先歷

史時將周公、召公、南公視爲其始封之君）。曾國始封君名義上是南宫括，實際上則是葉家山

墓地年代最早的“曾侯諫”。另外《再説“南公”》以及其他一些文章認爲西周早期的曾侯同

時可稱“南公”或“南宫”，銅器銘文中的“南宫”即曾侯諫或曾侯»，這是源於對西周宗法封

建制和諸侯稱謂規律的誤解。西周時期，封邦建國也意味着家族發生分衍，王室或大世族的

支子接受封地，成爲封君（無論是畿内封君或畿外諸侯），同時也就分宗立氏，成爲獨立的新

家族，擁有自己的“宗統”，此即《禮記·大傳》所謂“别子爲祖，繼别爲宗”。同時表現在稱謂

形式上，受封之子要在自己的稱號前加上新的氏名（一般來源於封地），受封爲諸侯者即稱

“某侯”，從此始封君及其後裔都不再使用大宗的氏名，以使自己的家族與大宗相區别。［１］

具體到本文所論，南宫氏爲大宗，曾國是“别子”受封而建立的小宗。南宫括之子受封於曾，

從此以“曾”爲氏，其繼承者代代稱“曾侯”，不會也不能繼續使用大宗的氏名“南宫”或“南”。

同時，大宗南宫氏仍爲王朝貴族，宗子世代在朝廷任職，使用“南宫”或“南”的氏名，承襲南宫

氏的“宗統”。如前文所論，中方鼎等器的“南宫”擔任南征統帥，曾、噩、晉等諸侯皆受其節

制，其地位遠高於曾侯，從年代上看應該是大盂鼎器主南宫盂，而不可能是當時的某位曾侯。

爲什麽曾國在始封後不久會出現“兄終弟及”的現象呢？我推測這是因爲曾侯諫一支絶

嗣。葉家山 Ｍ２７ 出土的伯生盉，銘末綴有“曾”字，説明器主屬於曾國公室，“伯生”很可能就

是曾侯諫之太子尚未繼位爲“侯”時的稱謂。與 Ｍ２７ 成組、帶有一條墓道的 Ｍ２８，應即曾侯

伯生之墓。從該墓的規格看來，他生前已即位爲“曾侯”，但可能不久就去世，没有時間鑄造

屬於自己的大批銅器，故死後只能用父親曾侯諫的銅器來隨葬。Ｍ２８—Ｍ２７ 北面的 Ｍ６５—

Ｍ２，才是曾侯諫及其媿姓夫人的墓葬。正因爲曾侯伯生早卒無後，爲了維持曾國這個南土的

重要據點，南宫氏才派南宫括幼子»繼任曾侯，同時他也就承襲了曾國的“宗統”。

葉家山墓地的發現告訴我們，在昭王南征之前，周人的勢力已經深入漢水中游地區，“漢

陽諸姬”的始封應該就在此時。從曾侯Á鐘銘來看，曾國受封南土是在武王“達殷之命，撫定

天下”之後。但武王時期東方尚未平定，應該無力南顧，周人勢力初次南下江漢最有可能是

在成王早期周公平叛之後。現藏弗利爾美術館的太保玉戈銘文曰：“六月丙寅，王在豐，令大

保省南國，帥漢，遂殷南，令厲侯辟，用鼄走百人。”李學勤先生將此器定在成王前期，銘文記

述周王在豐京命太保省察南國，沿漢水南下，殷見南國諸侯，乃命厲侯以僕御百人就封，他還

６１１ 青銅器與金文

［１］參看韓巍：《重論西周單氏家族世系———兼談周代家族制度的一些問題》，收入朱鳳瀚主編：《新出金

文與西周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指出，此器證明召公在周初對江漢地區的開拓中起了重要作用。［１］ 曾國、噩國與厲國的始

封，應該就在召公“省南國”之前後。而曾國的大宗南宫氏，與召氏一樣也是此次南征的主要

力量。以曾國爲代表的“漢陽諸姬”當中，恐怕有不少是南宫氏、召氏的分族。後來昭王南征

以南宫盂爲統帥，絶非偶然，應與南宫氏和曾國在江漢地區長期經營、勢力深厚有關。曲村

墓地Ｍ６０８１ 出土的兩件南宫姬鼎（圖五），口沿外侈，束頸，淺腹，平底，腹壁外鼓特甚，三柱足

細而高，通體素面。這種形制特異的鼎在中原地區極爲罕見，却與南方湘江流域西周時期的

一類銅鼎相似，［２］很可能是南宫盂南征江漢，將當地的文化因素帶回了中原。而宣王時南

仲邦父再次出征南國，與南宫氏在南方的深厚根基也不無關係。

葉家山 Ｍ２８ 和 Ｍ２ 都出土多件帶有“曾侯諫作媿”銘文的銅器，這位媿姓曾侯夫人很值

得注意。西周時期的媿姓國族，最著名者就是晉南的“懷姓九宗”，東周時期的隗姓赤狄也分

布在晉南中條山和太行山區。但在南方淮漢地區也有一些媿姓國族，如鄂西北的復國，［３］

皖北阜陽一帶的@（胡）國，他們很可能是在西周早期伴隨周人向江漢地區進軍而南下的，其

中一些或許是召氏、南宫氏的舊屬下。如南宫倗姬簋和倗季簋所示，曾國的大宗南宫氏與

“懷姓九宗”之一的倗氏也有通婚關係。因此，曾侯諫的這位媿姓夫人無論是出身於留在晉

南故地的“懷姓九宗”，還是出身於南下的媿姓國族，都暗示着南宫氏與晉南地區的歷史淵

源。另外，與葉家山墓地相距僅二十餘公里的安居羊子山發現了西周早期噩國的墓地，出土

多件“噩侯”銅器，證明姞姓噩國當與姬姓曾國同時受封於隨州一帶。［４］ 《史記·周本紀》

稱商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戰國策·趙策三》“九侯”作“鬼侯”，應爲媿姓之國。

晚商時期的“噩”地，學者一般認爲在河南沁陽一帶，［５］與晉東南相鄰。可見姞姓噩國、媿姓

諸國族與姬姓周人一樣是殷商西土的重要勢力，他們在武王克商之前就已歸附於周。另外，

與南宫氏一同南下的召氏，也是起源於晉南的舊族。而晉侯墓地 Ｍ１１４ 出土的¾甗（《銘圖》

３３６３）銘文顯示，晉國也是昭王南征的主力之一。［６］ 這些應該都不是歷史的偶然。

正如張昌平所説，葉家山墓地與江漢地區的隨州羊子山、黄陂魯臺山、蘄春毛家嘴等重

要遺址，其年代都集中在西周早期，這可能是“昭王南征”這一歷史事件的反映。［７］ 葉家山

７１１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宫氏與曾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李學勤：《太保玉戈與江漢的開發》，見《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１３５—１４１ 頁。
陳小三對此有詳細論證，見《簡論曲村墓地發現的南宫姬鼎》，《江漢考古》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春秋早期銅器復公子伯舍簋（《集成》４０１１ ４０１３）銘文曰“作我姑鄧孟媿媵簋”，可證復國爲媿姓。鄧
爲曼姓國，其地在襄陽附近，復與鄧通婚，相距應不遠。

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出土文物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張昌平：《論隨州羊子山新出噩國
青銅器》，《文物》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
參看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９—２０ 頁。
孫慶偉認爲“¾”即晉侯燮父之名，見《從新出¾甗看昭王南征與晉侯燮父》，《文物》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段姝杉、陳麗新：《葉家山西周墓地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江漢考古》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５ 頁。



















































































































































墓地的下限不晚於昭王，其南面一公里處發現的廟臺子城址，極有可能是與墓地同時的曾國

都城，其年代也在西周早期。［１］ 西周中晚期的曾國銅器迄今没有發現，而曾國墓葬重新出

現在隨棗走廊地區，已到春秋早期。［２］ 這説明隨着昭王南征的失利，周人在漢水中游安插

的一系列據點也難以立足，曾國可能一度撤出了隨棗走廊地區，［３］噩國和其他漢東諸侯或

許也有同樣的經歷。後來經過厲、宣兩代多次大規模南征，周王朝重新奪回對南土的控制

權，曾國才得以重返故地。

附記：本文初稿作於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隨後口頭發表於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９ 日在臺灣新竹清華大

學召開的“‘出土文獻的語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三届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曾侯Á編

鐘銘文公布之後，我對初稿做了一些修改、增補，並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於北京召開的“曾國

考古發現與研究”學術研討會上做過介紹，見《“曾國考古發現與研究”學術研討會綜述》，

《中國史研究動態》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此後由於種種原因，本文一直未公開發表，而學界又陸續

有新的研究成果問世，我在學習之後感到本文的觀點和思路仍可供學界參考、討論，有正式

發表的價值。２０１６ 年暑期在梳理歷年發表的相關資料和論文的基礎上，又對本文做了較大

幅度的修改補充，形成最終定稿。雖然本文寫作時間拖延較久，但基本觀點和思路並未發生

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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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墓地》，《考古》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第
５１ 頁。　
棗陽郭家廟、京山蘇家壟等出土曾侯銅器的墓地，有學者定於西周晚期，我認爲皆屬春秋早期。

與Ｍ１１１ 曾侯»墓相匹配的夫人墓一直未能確認，有些學者認爲是其東面的 Ｍ５０。但也有不少學者指
出，相對於其他兩組曾侯與夫人墓，Ｍ５０ 與 Ｍ１１１ 的距離過遠，且其規格不够，不同意將其定爲曾侯夫
人墓。我贊同後説。Ｍ１１１ 周圍的墓葬已經全部發掘，没有發現能够與其規格相配且位置合适的大
墓。我推測，曾侯»之夫人在昭王南征失敗、曾國撤離隨棗走廊時，可能仍然在世，因此並未隨丈夫葬
入葉家山墓地。


















































































































































